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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工商阶层既是香港经济精英的构成主体，也深刻影响着香港政治的变迁过程。在殖民

时期、过渡时期和主权回归后期，香港工商阶层的参政行动经历了从“吸纳型”“活跃型”到“合作型”

的模式转换。主权回归以来，香港工商阶层的参政渠道和政治影响进一步扩大，相形之下参政能力

和参政意愿还有待提升，因而遭致各种非议与批评。面临“双普选”的挑战，工商阶层有待强化政党

整合、培育政治精英以及重塑社会形象，以实现从“合作型参政”向“竞争型参政”的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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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政局变动中的工商阶层：
参政模式与转型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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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阶层在香港政治历史舞台上发挥了十分

瞩目的作用。作为“狮子山精神”的典型代表，他们

崇尚奋斗、不畏逆境、追求成功的精神曾为港人所

敬仰；作为社会贤达，他们向港英政府争取权益，推

动华人自治，实现“精英共治”；他们积极参与香港

回归的权力交接和政治设计，推动政权和平交接与

平稳过渡；回归以来，他们还广泛参与香港的政治

与行政过程，开展本阶层利益的聚合与表达，促进

香港的繁荣稳定。在香港民主深入推进、政治博弈

日趋加剧的背景下，工商阶层还发挥着配合特区政

府管治、推动中央治港政策落实的独特功能。

然而，伴随政治参与渠道的拓展和政治影响的扩

大，工商阶层却受到越来越多的指责。他们在立法会

的席位被认为是“免费政治午餐”，借助于非竞争性的

功能组别制度获得，席位众多但能力不足[1]；他们与特

区政府的密切关系被批评为“官商同谋”“精英互锁”，

通过金钱与权力结合获得不当利益[2]；他们在回归后

的政治影响还被看作是依附于中央政府的结果，获得

了过多的政治优势[3]；他们还背负“地产霸权”的污名，

垄断公营部门导致香港经济失衡与贫富分化 [4]。总

之，在批评者眼中，工商阶层已经由早期的社会贤达、

太平绅士、经济精英等形象，转为经济寡头和政治掮

客的角色，成为香港民主发展的“绊脚石”。

笔者认为，上述对于工商阶层参政的评价有失

全面和公允，不仅忽略了工商阶层在香港政治变迁

中的历史功绩，也歪曲了其在香港政治转型中的积

极作用。实际上，工商阶层是香港政局变动的见证

者、参与者和推动者，其参政有着特定的历史背景、

政治功能和现实需求。在香港政治急剧转型的过

程中，工商阶层代表发挥着利益表达、沟通桥梁和

政治平衡的独特功能，成为平衡激进政治主张、维

护香港政治均衡发展的重要力量。

本文通过对香港工商阶层政治参与的历史形

态、参政渠道以及影响机制的梳理，力图解构工商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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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在香港政局中的实际影响。本文认为，在香港政

治生态变动的背景下，工商阶层的首要任务是适应

香港民主发展的主旋律，逐步从“合作型参政”向“竞

争型参政”转型，实现政治角色的转换，从而进一步

巩固和扩大本阶层的政治影响。

一一、、香港工商阶层的参政历史与模式转换香港工商阶层的参政历史与模式转换

一般意义上看，政治参与就是个体公民参与政

治生活，影响政治人物以及公共政策的活动。确保

公民自主平等的参政权利是现代民主政治的重要内

容，政党制度、选举制度、议会制度以及言论结社自

由，是公民参政的重要制度保障。作为一个特定的

社会阶层，资产阶级参政始终围绕经济利益展开，政

治参与是实现经济利益的手段。资本主义发展初

期，资产阶级为了促进资本主义发展而成为反抗君

主专制的社会主体。进入现代社会，资产阶级借助

于政治游说、利益集团、政治献金以及政治旋转门等

方式，更为广泛而深入地渗透到西方政治过程。

作为香港的资产阶级，工商阶层自开埠以来就

积极介入政治过程，并随着政治情境的转换进一步

强化了其政治影响。工商阶层是香港政治格局变动

的历史见证者和重要推动者，在香港发展的各个历

史阶段都发挥了令人瞩目的政治功能（详见表1）。
（一）殖民时期的吸纳型参政

港英时期，作为工商阶层主体的华商在商海奋

斗与拼搏的同时，也对政治保持着浓烈的兴趣。他

们积极寻求参与殖民政府决策的渠道，推动香港社

会的利益表达。早期港英政府的行政局和立法局成

员均由总督委任的官守议员构成，并悉数被社会名

流和在港的英国商人垄断。但为了降低治理的成

本，港英政府也有意识地在华商中遴选代表进入立

法局和行政局，参与殖民政府的立法活动和政策咨

询。从香港开埠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香港工商阶

层的参政行为大体处于这一“吸纳型参政”阶段，他

们通过殖民政府的召唤进行有限的利益表达。1880
年，华商代表伍廷芳被香港总督委任为首位华人非

官守议员。从1896年到1929年间，华人议员数量增

至2席。省港大罢工结束后，为了缓和中国反英情绪

及安抚香港华人，时任港督金文泰于 1926年首次委

任周寿臣为行政局首位华商议员。在1980年的立法

局非官守议员中，华人已占据19个席位，外籍人士已

下降至 7席；9个行政局非官守议席中，华人占 5席，

外籍人士占 4席[5]。总体上看，殖民时期华商参政的

数量、规模及影响均保持在十分有限的范围。

“吸纳型参政”是港英政府治港的权宜之计。英

国殖民者在垄断香港管治权力的同时，开放有限渠道

吸纳工商界精英进入行政决策机构，实现“精英整合”

并由此获得某种程度的统治合法性，也被称为“行政

吸纳政治”[6]。工商界精英没有与英国政府沟通的渠

道，而是在港英政府的吸纳下被动参政。在有限的参

政空间内，他们与港英政府保持了既合作又对抗的态

度，积极向港英政府争取有利于华人利益的政策，比

如强制性公积金、九年免费义务教育、公平竞争法，得

到了广大香港民众的认同[7]。此外，他们还在港英政

府之外建立“自主性”的权力基础，即各种具有广泛影

响力的社会组织，如东华三院、包良局、街坊会和商

会，这些组织受到香港华人社会的普遍尊重[8]。

（二）过渡时期的活跃型参政

从1984年中英联合声明发布到 1997年回归，香

港政治进入了地方政权交接的过渡时期。政治情境

的转换为工商阶层参政提供了新的机遇，工商阶层进

入了“活跃型”的参政时期，不仅参政机会增加，而且

参政态度也发生了转向。一方面，面对即将到来的香

港回归，港英政府不断加大“民主改革”的步伐，推出

功能组别制度并持续增加功能组别议员数量，期望在

主权回归后延续在香港的政治影响。这一做法客观

上扩大了工商阶层政治参与的机会，促进其参政规模

的迅猛扩张。1984年，港英政府发表《代议政治绿皮

表表1 各时期香港工商阶层的参政模式比较各时期香港工商阶层的参政模式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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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正式宣布采取“功能组别”制度产生立法会。这

一制度基于商业、工业、法律、医学、金融、教育、贸易

联盟等功能组别产生代表，功能组别与地方选区界别

的代表共同组成立法局和行政会议。香港立法局于

1985年举行间接选举，1991年引入直选机制，再到

1995年推行“新九组”（新增九个功能组别），大幅推进

功能组别制度。在这一选举过程中，除了少量专业人

士和行政精英之外，工商阶层成为此项改革的最大受

益者，在立法局的席位从 1985年的 5席增长到 1995
年的16席，所占比例也由17.2%增加到24.2%。

另一方面，中央政府也积极谋划过渡期的政治事

务及回归后的政治架构。一是调整了“一左二窄三关

门”的传统思路，加强对商界精英、行政精英和中产阶

层的统战工作；强化了“重统战、轻选举，重工商专业

界、轻地区力量”的工作理念，以期增加统一战线的覆

盖面[9]。二是为了应对港英政府的“民主改革”，中央

政府另起炉灶，在香港建立起过渡期的各类委员会，

包括基本法咨询委员会、基本法起草委员会以及预备

工作委员会、筹备工作委员会、选举委员会、临时立法

会和临时行政会议等，广揽“爱国爱港”的工商界人

士。如59名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中香港委员有23
名；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设置了136个席位留给了港

籍人士；筹备工作委员会、预备工作委员会、选举委员

会和临时立法会和行政会议的成员总数达602人[10]。

工商界人士积极参与香港回归交接工作，既确保了香

港回归与权力交接的平稳性，同时也确保了过渡期的

经济和政治稳定。同时，工商阶层的政治态度也发生

了显著的转向，即从港英政府的依附者转向中央政府

的支持者。尽管这些工商阶层代表曾经作为港英政

府的治理伙伴，长期参与殖民政府的决策咨询，但面

对即将到来的政治变革，在旧殖民者和新政府之间

“选边站”时都毫不迟疑地选择了后者。

（三）回归后的合作型参政

香港主权回归以来，工商阶层进入了合作型参

政的阶段，其政治地位得到进一步的强化。所谓合

作型参政是指在中央政府的统战政策安排下，香港

工商界代表得以进入立法会、选举委员会、行政会

议、全国人大和政协，获得参政优势，从而在实际上

构建起与中央政府的政治合作关系。

从中央层面来看，工商阶层被视为“爱国爱港”

的中坚力量，是保持香港经济繁荣和政治稳定的重

要主体，因此延续并适度扩大了工商阶层政治安排

的比例。这体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

区基本法》的框架下，功能组别的选举办法、选举委

员会的界别设计以及港区人大代表与政协委员的席

位安排等。比如，自1997年以来，工商界人士在历次

立法会选举中始终保持占功能组别近 50%的席位，

占全部议席的 25%左右。同样，虽然选举委员会人

数不断增加，从回归前的 400 人增加到 2012 年的

1200人，但来自工商界别的委员数量也相应地从100
人增加到300人，从而始终保持占全部委员25%的比

例。此外，全国人大常委会在2004年和2007年作出

关于香港政制发展的两次决定，都将“均衡参与、循

序渐进”作为香港政制发展的基本原则，同时明确功

能议席与直选议席各占一半，从法理上明确了工商

专业界的政治地位。带有“均衡参与”特点的功能组

别制度，让香港工商界精英无需参与地区直选的激

烈角逐，只需要获得行业内有限选民的支持即可。

从工商阶层自身来看，他们通过参与过渡期的

权力交接以及中央政府的政治安排，占据了回归后

的政治优势地位。这一优势让他们既保持与中央政

府的密切沟通关系，又广泛介入香港的立法、行政、

公共政策制定等政治过程。作为“爱国爱港人士”的

主体和中坚，工商阶层成为中央政府治理香港的重

要伙伴，在宣传中央政府政策、维护香港特首权威、

平衡泛民势力上作用显著。从公开的新闻报道来

看，在“23条立法”“国情教育”“《一国两制》白皮书”

“占中行动”等重要事件和政治关口，大多数工商界

代表能够识大体顾大局，旗帜鲜明表达维护中央政

府的立场和观点，形成对激进泛民力量的有力制衡。

二二、、香港工商阶层的参政渠道与影响机制香港工商阶层的参政渠道与影响机制

工商界是香港政治舞台上的重要行动者。过渡

时期的合作、经济利益的关联、政治上的守成以及沟

通上的便利，使工商界成为中央政府维护香港繁荣

稳定的依靠力量。他们充分利用回归后的政治优

势，通过各种渠道参与政治，在利益表达、政治平衡、

沟通桥梁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一）参与立法过程，维护阶层利益

立法会是工商阶层参政的最重要途径，负责制

定法律、监督特区政府、审议财政预算等重要事项。

主权回归以来，香港立法会历经 5次换届选举，分别

43



由功能组别和地区直选产生。工商阶层代表在历次

选举中的席位分别是 13、14、14、14、14，大体保持立

法会总席位 25%的比例，彰显了工商阶层在香港政

治舞台上的重要地位。但必须指出的是，工商阶层

议员全部来自于功能组别而非地区直选。根据功能

组别的制度安排，工商阶层无需参加地区直选的激

烈竞争，只需要在功能组别内获得选民支持即可。

与此同时，“分组点票”制度进一步强化了工商

界议员在立法会中的否决权利。根据《基本法》附

件二条款的“分组点票机制”，立法会议员个人提出

的议案，必须获得地区直选及功能组别两组议员各

过半数（即“双过半”）才能通过。尽管这一制度设

计并没有赋予保障工商界议员通过法案的特殊权

利，但却保障了他们对法案的否决权利。因为占功

能组别近半席位的工商界议员，可以通过这一制度

否决对本阶层不利的立法议案。统计显示，2004到

2013年间共有 524个动议获得议会整体过半数支

持，但因分组点票而遭否决，其中包括影响工商界

自身利益的议案，如检讨《截取通讯及监察条例》、

政制改革以及回购领汇股份、协助基层劳工、检讨

职业安全健康及雇员补偿制度等 [11]。由此可以看

出，尽管工商阶层议员内部存在行业分布、利益诉

求乃至政治见解上的分歧，但在危害到本阶层整体

利益的议案表决时他们自然形成了利益同盟体。

（二）参与行政过程，影响政策制定

行政会议是香港特区政府的最高决策机构，行政

长官在作出重要决策、向立法会提交法案、制定附属

法规和解散立法会前，需要咨询行政会议的意见。从

构成方式来看，行政会议成员由行政长官从行政机关

主要官员、立法会议员和社会人士中委任产生，一般

均为行政长官的政治盟友和重要支持者。批评者认

为，特首候选人与支持自己的工商界代表之间存在利

益上的互惠关系。特首候选人竞选时获得工商界人

士的支持，进而欠下“人情债”；特首当选后会通过物

质或非物质的两种回报方式偿还“人情债”，其中安排

进入行政会议便是非物质的方式之一[12]。从1997年
以来特区政府四届行政会议的构成来看，企业主席、

董事长、执行董事等工商界人士分别为 6人、8人、10
人和5人，分别占各届行政会议总数的54.5%、53.3%、

43.4%和38.4%。这些行政会议成员既是行政长官的

重要智囊，协助行政长官进行科学决策，同时也拥有

影响公共政策的便捷渠道。他们有机会在重大公共

政策出台前，向特首表明自己的观点和立场，进行更

为直接的利益表达。更为重要的是，工商界代表被吸

纳进入行政会议，自然也形成与行政长官更紧密的政

治合作关系；他们不论是私下的政治献金还是公开的

政治表态，都会积极支持行政长官。

（三）参加选举委员会，影响特首选举

选举委员会承担选举行政长官的提名和投票功

能，每一个选举委员会委员可以提名一位候选人；获

有效的提名候选人需要获得 100个或更多选举委员

会委员的提名。香港回归后，选举委员会共进行了2
次立法会选举、1次立法会补选、3次界别分组选举、2
次界别分组补选和 1次竞争性的行政长官选举 [13]。

选举委员会规模从 1996 年的 400 名，到 1998 年至

2012年的 800名，2012年增至 1200名。尽管选举委

员会人数持续增加，但内部结构基本保持不变，席位

被均匀地分配到工商金融界、专业界、劳工界（含社

会服务与宗教）和政界（含立法会议员、区域组织代

表、港区全国人大代表与政协委员）四大界别。这样

以来，工商金融界代表始终保持选举委员会总席位

的 25%比例，这一比例也大体与工商界在立法会所

占比例相当，从而构成对特区行政长官提名的重要

影响。根据全国人大关于2017年起香港普选产生行

政长官的决定，2017年香港特首选举，选举委员会将

“过渡”为“提名委员会”，“提名委员会”按民主程序

提名产生2至3名行政长官候选人，每名候选人均须

获得提名委员会全体委员半数以上的支持[14]。这一

决定继续保持工商界在提名委员会 25%的固定比

例，从而维护了他们对于特首选举的重要影响。

（四）设立政党，进行组织化参政

香港工商界还组织专属本阶层的政党组织，直

接参与立法会选举。20世纪 80年代中后期，香港主

权回归临近，工商界积极组织政治社团，先后成立新

香港联盟、香港民主促进会、自由民生联盟以及稳定

香港协会。几经政治起伏和选举竞争的冲击，工商

界政党不断分裂组合，除了经济民生联盟、自由党、

经济动力3个政党外，还有专业会议和工商专业联盟

两个跨党派组织。此外，民建联是香港较具广泛社

会基础的政党，其在整合香港协进联盟的同时，也部

分程度地包容了工商界的利益诉求（详见表 2）。通

过这些松散的政党组织，工商阶层在立法会内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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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有限合作和统一行动。

（五）进入人大政协，发挥沟通桥梁作用

除了在特区政府内部分享政治权力之外，工商

阶层还作为香港社会代表，在全国人大、全国政协、

全国工商联以及部分省级人大、政协和工商联占有

席位，发挥着沟通香港与中央政府、大陆地方政府的

桥梁作用。自香港回归以来，香港作为单独的选举

单位选举产生全国人大代表 36名，参加最高国家权

力机关和国家事务决策。港区全国人大代表的产生

办法和内地有所不同，每届代表依据上一届全国人

大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办法》选举产生。他们由若

干社会人士组成的选举会议组成，该选举会议负责

提名和投票，其法定成员包括行政长官、上一届港区

人大选举会议的成员、当届全国政协委员和当届行

政长官选举委员会委员，港区人大代表也是香港选

举委员会的当然成员[15]。从九届全国人大到十一届

全国人大期间，工商界在港区人大代表中始终保持

40%以上席位；同期全国政协的港区代表比例达到

70%以上，工商界显示出更为突出的政治影响[16]。

总体来看，主权回归以来，香港工商阶层的参政

呈现全方位直接参政的特点：其一，从参政渠道上

看，他们不仅介入政治过程与行政过程，还参与同中

央政府的沟通以及选举特首的提名过程，甚至还组

织了阶层特点鲜明的政党，尽管这些政党的统一行

动和实际影响还较为有限。其二，从参政数量上看，

根据“均衡参政”的制度设计，工商阶层在立法会和

选举（提名）委员会保持 25%的席位，在港区全国人

大代表中占有 40%的席位以及港区全国政协 70%的

席位。其三，从参政影响上看，工商阶层代表发挥了

利益表达、政治平衡和沟通桥梁三个功能。工商阶

层代表有效地抵制了有损于工商界利益的法案和政

策，维护香港自由开放的市场体制。工商界议员还

对立法会中的激进民主派议员形成平衡制约，否决

激进的政改方案，与特首形成潜在的合作关系。

三三、、从从““合作合作””走向走向““竞争竞争”：”：香港工商阶层香港工商阶层

参政的转型路径参政的转型路径

从历史上看，工商阶层是香港政治舞台上的重

要行动者，参与和推动各个时期香港的政治转型过

程。1997年以来，工商阶层所获得的参与渠道及政

治影响进一步扩大，相形之下他们的参政能力和参

政意愿还很欠缺。长期以来，工商阶层议员习惯于

依赖“有限竞争”的功能组别制度，习惯于安排性的

政治席位，习惯于“躲在当权者背后”，不愿也无需俯

身进行深入的基层选举动员，巩固扩大普通选民的

基础。与地区直选的议员相比，他们缺乏走到台前

的勇气和当家作主的精神[17]。并且，与职业政治精英

相比，许多工商阶层议员的主要精力不是坐在立法

会审议议案，而是在办公室处理财团和公司的经营

事务，除了少量事关切身利益的议案之外，他们无暇

进行大量深入细致的议案研究和修改工作。正因如

此，许多批评者将他们视为“免费政治午餐”的享受

者，中央政府的“依附者”以及“官商同谋”的参与者。

当然，上述批评意见还与香港回归以来政治社

会生态的变化，特别是高度自治下工商阶层利益代

表范围的收缩有关。在殖民时期，华商被港英政府

吸纳进入立法局和行政局，既要与同为政治代表的

英商分庭抗礼，还要与港督保持既合作又斗争的关

系，俨然成为“全体港人”的利益代言人。回归以来，

在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体制下，不仅特区首长由港

人担任，就连立法会和行政会议也全部是港人组

成。工商阶层的政治代表功能大大收缩，从代表“全

体港人”转为仅代表“工商阶层”。因此，回归以来工

表表2 香港工商界政党组织分布情况香港工商界政党组织分布情况

资料来源资料来源：根据相关新闻报道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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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界代表即便是想延续回归前政治参与的比例，也

被认为难以与其所代表的阶层规模相称。近年来香

港贫富分化加剧、房价地价日趋高涨，又进一步侵蚀

了工商界的社会政治形象以及利益表达的覆盖面。

随着香港特首和立法会“双普选”的到来，民主

已经成为香港政治发展的主旋律。工商阶层若要继

续保持政治影响，就需要加快政治角色的转型，从

“合作型参政”走向“竞争型参政”，巩固社会基础，拓

展利益表达，迎接竞争性民主的挑战。

（一）内整外拓，构建具有广泛包容性和一体化

的工商界政党

首先，工商界需要产生富有号召力的政治领袖，

整合碎片化的政治力量。在金钱渗透、媒体多元化

和选举专业化的背景下，现代政党越来越依赖于少

数的精英人物，而非数量众多的党员；政党领袖成为

选举的中心，其个人魅力、经费筹措和动员能力直接

关系到大选的成败和政党的命运[18]。工商阶层需要

一个强有力的政治领袖，他具有较强的个人魅力、领

导才能和政治声望，能够平衡、协调和统筹自由党、

经民联、经济动力、专业联盟等碎片化的政党力量，

形成步调一致的整体形象。其次，工商界需要进行

政党纲领的重构，拓展利益聚合的覆盖面。政党纲

领既要实现工商界内部大、中、小阶层的利益整合，

又要与其他社会阶层，如劳工和中产阶层的利益有

效兼容。这样才可以改变其只为少数大资本家服务

的政治形象，拓展政治支持的社会基础。工商界政

党还要加强基层组织网络的布设，在基层商会、协会

和工商组织中建立外围组织，开展党员招募、选举动

员和竞选宣传活动，加强对基础性社会力量的聚合。

（二）培养精英，加快人才库和后备队建设

发现精英、招募精英、培养精英、提拔精英是现代

政党作为一个政治组织的基本功能。许多政党内部机

构如青年团体、政党办公室就是专门用于发现和培养

未来政治领袖；而培养环节也大体从政党积极分子，到

专职党务工作者再到政府公职形成完整的流程[19]。新

加坡已故领导人李光耀曾经将汇聚精英人才看作是

人民行动党保持长期执政的重要因素，“人民行动党

长寿的一个关键因素是不断地自我更新，把年轻有

为、品格良好和有干劲的青年男女引进到党内”[20]。

借鉴外部经验，香港工商阶层应当将培养和储

备政治精英人才作为当务之急，争取在 2020年立法

会直选前形成一支 30~50名政治精英人才梯队。这

些精英储备人员可以从在位的年轻立法会议员、特

区政府任职的高级别官员，以及一些商界成功人士

和大财团高级管理人才中产生。工商界政党应吸纳

这些优秀人才加入本党，为他们提供政治训练的平

台和累积政治资本的空间，如参与区议会选举，深入

基层进行选民动员；向特首推荐进入政府部门任职，

或是担任行政会议成员；推荐进入港区全国人大和

全国政协委员行列；担任专职党务工作者，开展议会

法案和公共政策研究，并公开表达政治主张，等等。

（三）改善社会形象，增强政治认同

工商界参政有其特定的历史情境、政治功能和现

实需求，对于维护香港的政治稳定和经济繁荣具有重

要的价值。但工商阶层若希望其参政行为得到更广

泛的社会认同，则必须将改变社会形象提上日程。他

们需要通过拓展利益表达的覆盖面，营造良好的营商

环境，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改善民生促进和谐。他

们需要根据经济发展状况和企业利润总额动态提高

最低工资标准；改善工人工作环境和福利待遇，加强

工人劳动保护和权益维护；畅通劳资协商的沟通渠

道，尊重并保护劳工的罢工权利。工商阶层还需要参

照国际标准适时修改《竞争条例草案》，促进市场公平

竞争，降低大财团对于市场的垄断程度，保护中小企

业的权益。特区政府公共政策的出台需要征询多方

意见，构建均衡参与的有效机制，避免某一财团垄断

政策表达渠道的局面。除此之外，工商阶层还可以积

极参与慈善事业，设立基金会、社会企业、公益事业，

救助低收入人群和弱势群体，在点滴行动中改变社会

形象，重拾社会尊重，扩大政治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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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business class is the main body of economic elites in Hong Kong, and also make great impact on

Hong Kong’s Political process. During the colonial times, the transitional period and after the sovereignty returns to

China, the model of the political involvement of Hong Kong's business class has gone through the transition from

"being absorbed" to "become active" and finally to "as part of cooperation". Since returning to China, the channels

and influence of the political involvement for the business class were further expanded. However, their capacity and

wills of political involvement lagged behind, and was reproached and criticized as a result. Facing the challenge of

“Double Suffrage”, the business class must strength party integration, breed political elites, reshape social image,

and adapt to the transition from cooperative participation to competitive participation.

Key words: Business Class, Political Involvement, Functional Constituency, Trans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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